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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嘗試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新經濟社會學做一歷史的考察，

指出它如何藉不斷改寫自身歷史此一劃界的動作，逐步鞏固為一個分

支領域，並相應地從多元的聲音變成單一的主旋律，聚焦於鑲嵌的問

題，從而在理論上遭遇到瓶頸。藉著與系統理論對話，本文指出應關

注的並非鑲嵌程度的問題，而是不同社會分化形式下各有何不同的鑲

嵌形式的問題。同時，要能正確地邁出這一步，要求有個後存有論的

觀念轉換，從徹底時間化了的元素的觀點重新思考結構╱施為這個社

會學的核心問題。此外，唯有當社會學一一重新概念化如價格、市

場、貨幣、資本、勞動等核心的經濟概念，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建構

一套真正的社會學經濟理論，與經濟學理論相匹敵。

關鍵詞： 經濟社會學、系統理論、鑲嵌、分化、結構耦合、結構╱施

為、後存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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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起點」問題：提問的
起點

作為回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門學問，關於經濟的研究可

謂是古典社會學的重點與精髓所在。1 出人意料的是，隨著古典社

會學的結束，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竟也相對沉寂下來。一般認為，

要到 1980年代，經濟社會學才開始重振旗鼓，展現出蓬勃的氣象

（Beckert, 1996: 803; 2002a: 1; Dobbin, 2004b: 3f., 40; 2004c: 1;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b: 17; 2005: 11, 14ff.; Trigilia, 2006: 200ff.; Zelizer, 

2001: 4128; 2007: 1056; Zukin and DiMaggio, 1990b: 3）。不過，經濟

社會學復甦後，由於成功校正經濟學只根據個人的經濟動機來分析經

濟行為、把經濟當作與社會相隔離的領域、認為決定效用函數的偏好

對利益模型來說是外生的、將個體的行為予以加總即可解釋集體或

總體層次的現象等不當之處，指出非經濟動機、認知、制度及社會

結構對經濟行為的影響，揭露制度是社會建構的事實（Granovetter, 

1992; Guillén et al., 2002b: 6f.），不但讓社會學家重拾研究經濟議題

的信心，也為社會學贏得足以與經濟學競爭的科學正當性，所以很

快便在英語世界中傳播開來。在 1990年代初，一方面與經濟學相

抗衡，另方面也有意識地與古典經濟社會學區隔 2 的「新經濟社會

學」即獲得初步鞏固， 3 不但逐漸成功制度化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領 

1 Dobbin（2004c: 1）甚至說這是社會學成立以來第一個研究的題材與課題。
2 需先澄清的是，Granovetter（1990）所謂的「舊」經濟社會學主要指的是
1960年代的研究，而非以古典社會學為參照點。儘管如此，新經濟社會學後
來的發展卻有意無意地造成與古典傳統的斷裂，詳見後述。
3 《經濟社會學指南》（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a）一書的出版是經濟社會學鞏固的重要指標，同樣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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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4 到了 21世紀初，更有蔚為顯學之勢。

在討論經濟社會學的復興或新經濟社會學的誕生時，一般公

認Mark Granovetter於 1985年發表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鑲

嵌的問題〉（“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是新經濟社會學的「宣言」（manifesto）（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 40）或「定調之作」（trendsetter）（Swedberg, 1991: 

268）。5 基於該文的重要性，不少學者將新經濟社會學茁生的起點明

確地（但同時不免也更狹隘地）標為 1980年代中期或甚至就是 1985

年（Guillén et al., 2002b: 5; Swedberg, 1991: 266ff.; 1997; 2003: 32ff.; 

2004b: 317f.）。借用此一分支領域的重要催生者 Richard Swedberg的

說法，該文的出版不但是新經濟社會學的「誕生日」（1997: 162），

Granovetter更可視為「經濟社會學家唯一的代表」（the quintessential 

economic sociologist）（2004a: 3）。

然而，或許是謙虛不敢居功，或是自知曾受惠於前人，Granovetter

本人一貫宣稱，經濟社會學「重生」於 1970年代（1990; 2002: 35）。6 

有趣的是，當他和大力宣揚新經濟社會學發軔於 1985年的 Swedberg

合著時，兩相妥協之下，1980年代成為書寫新經濟社會學歷史的起點

見 Carruthers and Uzzi（2000: 486）、Convert and Heilbron（2007: 49f.）及
Guillén等（2002b: 5）。
4 經濟社會學成為美國社會學會正式承認的 section，彙編一套標準的
syllabus出版，即是成功建制化為分支領域的明確指標，見 Baker（1999）。
5 重要讀本與文選（如 Swedberg, 1996; Swedberg and Granovetter, 2001; 
Biggart, 2002; Dobbin, 2004a）的結構安排及一再收錄此文，更強化了它開宗
立派的地位。關於該文誕生的經過，見 Swedberg（1997: 173f., note 3）。
6 Granovetter（1990）認為先行者是 Braverman及 Burawoy等馬克思主義
取徑的工業社會學研究，在這之後，才有Mintz and Schwartz關於資本市場
的新研究，同時階層化與組織研究者，以及網絡分析家，如White、Burt及
Mizruchi and Schwartz，也才陸續投入經濟社會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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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berg and Granovetter, 2001: 6），也是一般通說的起點。

我們該如何面對上述有關新經濟社會學歷史「起點」的三種不

同說法呢？7 若只把這歸結於真誠與否的問題，在我看來太過簡化。

這種看法不但忽略了新經濟社會學這個分支領域是個 Bourdieu意義

下的（權力競逐）場域， 8 還預設了實際上只存在一個客觀事實。這

種過於素樸的想法無助於我們掌握歷史的「真相」，至少是複雜性。

因為，如 Danto（1985: Chap. 8）藉分析「敘述句」這個歷史敘述的

基本單位所指出的，人們往往、甚至常常必須根據時間在後的事件

來描述或改寫發生在前的事件。9 社會是個自我指涉的系統、歷史的

機器，不斷在遞迴的運作中，以回顧或前瞻來確立自己當下的狀態

（Luhmann, 1984; 1995: 173f.）。歷史不但總是隨著不同觀察者的觀點

而改變，也會為同一個觀察者不斷地改寫——因為站在後來的位置上

所能看到的視域已經改變。

由此來看，認為起點的問題只是歷史考據的細節，無關宏旨，這

種態度就顯得有些輕忽。這不但是因為任何歷史書寫必定預設了起點

或終點（Baecker, 1992），更因為這種態度無法掌握到整個歷史過程

的動態，看不到實際歷史中因著自我指涉而來的變動，也就是某一意

7 其實還有以1960年代（中期）為起點的說法（Swedberg, 1987），見後述。
8 鼓吹政治—文化的取徑，關注權力的面向，也運用場域概念的經濟社會學

者 Fligstein（2002: 62），在回顧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時，也曾根據場域的觀
念如此界定分支領域：一群學者彼此互相界定為相關的讀者。
9 例如，Granovetter（1985）一文發表的當下，沒有人預言或能斷言這會
是新經濟社會學的宣言。事實上，「經濟社會學」這時還不是流行的詞彙，

Granovetter也不曾在此文中使用它，是後來的發展才讓人能回過頭來證成前
述的宣稱。所以，Granovetter日後迭遭批評時不免要抗議，當年他不過是個
一心求發表的新進學者，怎麼可能設想經濟社會學接下來的研究議程該如何

設定（Krippner et al., 200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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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下更為真實的歷史。選擇不同的起點不但代表有不同的敘事觀點，

實際上也會再現出不一樣的歷史。區辨這個更高層次的、意圖統攝或

綜括整個歷史進程的觀點的異同，有其嚴肅的意義。只是，對於不同

的敘事觀點，容或有可辯論或分辨其好壞的空間，但並非總有是非對

錯可言。10唯有跳脫這樣的觀念，才不致流於無謂的意氣之爭。

藉由檢討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亦即作為過去實際現實的歷

史，以及再現出來、人們據以認知過去現實的歷史書寫此一雙義的

歷史，可以開啟一個觀察新經濟社會學發展軌跡的獨特視角，挖掘

出被此一過程本身遮掩的問題。採取這樣的進路有其合理性與正當

性，因為對新經濟社會學來說，歷史的問題特別關鍵。顯而易見的

事實是，新經濟社會學極專注書寫自己的歷史（如 Granovetter, 1990; 

Swedberg, 1987; 1991; 1997; 2004b），希望藉這種劃界的動作，證成

並促進自己成為獨立的分支領域，同時也是藉此設定未來的研究議

程。正如 Luhmann（1982: 293ff.）所指出的，人們書寫歷史的目的在

於建立認同，把過去像個物般固定下來，好拘束開放的未來，以免喪

失方向感而不知所措。

如 Swedberg（1997: 164）所說，新經濟社會學就算稱不上是社

會運動，至少也是某種集體努力。11用新經濟社會學擅長的網絡分

析來研究這段歷史，我們將發現其中不免也有「學術政治」的面向

10 只關注真誠與否的觀察者看不到這一點，看不到同一觀察者在不同時點上

就「同一」對象所做之不同的，乃至矛盾的陳述，有可能都是真的或對的：

當對象本身會變化（如此處討論的新經濟社會學）時，更是如此。用新經濟

社會學的概念來說，認知鑲嵌在一定時空脈絡中，當時空脈絡改變，認知也

可能會改變。所以，關鍵不在「主觀的╱客觀的歷史」，而在「過去的現在

╱現在的過去」這組區分（Luhmann, 1982: 306）。
11 Sørensen（2003）則認定新經濟社會學根本是場社會運動，並由此批判其
發展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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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是幾股不同力量

結盟的結果，隨著它成功建制化為一個分支，創造出一個場域，與之

競爭的不同學術潮流遂無能匹敵，以致原本眾聲喧嘩的局面開始有了

主旋律。隨著歷史的不斷改寫，原來多元的聲音逐漸變得較為一致，

某些聲音開始消退或隱沒，分歧的多重源頭也慢慢不再被寫入歷史，

以致不為後人知覺，而把目光都聚焦在鑲嵌的問題上。當鑲嵌成為唯

一的認同依據與主要的問題，新經濟社會學的觀察就只能鑲嵌在「鑲

嵌」的認知架構中，終而不免遇到理論的瓶頸。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及其歷史書寫

（一）新經濟社會學發軔的歷史與知識背景

當 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在〈經濟社會學的典範〉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一文中打出經濟社會學的旗

號時，並不諱言它尚缺作為分支領域的地位（1987: 169）。該文正是希

望藉由研究經濟社會學的既有典範，釐清其前提與允諾，正當化它作

為分支領域的資格。雖然從事後的角度看，「新經濟社會學」是個慧黠

的標籤，既能引經據典，藉歷史宣稱自己有正當性，又能為自己冠上革

新的光環（Sørensen, 2003: 534）。但這個標籤在當年並未馬上流行，而

必須與美國學界習用的「經濟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社會學」等稱呼競

爭。不過，它不久之後便脫穎而出，形成定於一尊的態勢。12

12 事實上，採取新馬克思主義取徑的 Stinchcombe之前早寫過一本《經濟社
會學》（Economic Sociology）（1983），但由於未能成功吸引學術大眾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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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是，Swedberg三人的論文為何會在此時出現？這篇

文章最早於 1985年在瑞典發表，當時擔任 Theory and Society編委的

Paul DiMaggio在知道該文後，主動聯絡作者，說服他們將文章投到

這份由 Alvin Gouldner創辦、立場較左傾的期刊，這才有 1987年英

文版的問世（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 47）。這段插曲顯示當時美

國學界有股蠢蠢欲動的潛能，當他們發現域外的觀點說出自己想說、

卻一時還說不清楚的想法時，便主動引介，藉以推動創建分支領域的

運動，一場學術正當化的運動，同時也是「奪權」或至少是改變既有

學術場域權力生態的運動。

因此，以 1985年為新經濟社會學茁生的起點有其一定根據。

Granovetter（1985）的文章就像催化劑一樣，讓原本散在各個角落從

事經濟研究的社會學者有了集結的動力與向心的標的。促成此一集結

的背景，則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入侵。Granovetter的文章會一

炮而紅，成為劃時代的里程碑，即在於敢入室操戈，不但批判新古典

經濟學，更把炮火對準以 Oliver E. Williamson代表，從某個角度看

與社會學有親近性，實際上卻是入侵先鋒的新制度經濟學， 13檢討交

易成本的說法，讓社會學家開始有自信處理傳統上僅由經濟學家處理

的議題或問題（Swedberg, 1991: 268）。「鑲嵌」這個有力的主張，同

造成風潮，所以「經濟社會學」一詞並未因此而有所推廣。
13 之前，Granovetter在 Stony Brook的同事 Perrow（1981; 1986）便已從組
織社會學的角度回應過Williamson。White更明白主張：「既然 Becker及其他
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分析社會學的問題，那麼社會學家也應該拿經濟學的問題

來研究」（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 38）。另外，Hirsch等（1987）用「黑
手」（dirty hand）相對於「乾淨漂亮的模型」（clean model）來說明社會學與
經濟學的差異，也是極知名的比喻。反諷的是，對於經濟學「帝國主義」

的真正代表，把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應用到所有人類行為、事務上的 Gary S. 
Becker，迄今美國社會學界仍無什麼具體回應（Fourcade, 2007: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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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是人們易於琅琅上口的口號，具體而微地彰顯了社會學的常識、

共識，以及對經濟學的批判、校正：經濟始終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不能孤立地來分析經濟行為，而必須把它們視為總是鑲嵌在社會關

係、社會結構之中。然而，大家也都同意，儘管新經濟社會學有其積

極的企圖心，卻只能消極地藉批判經濟學來達成統一，而鑲嵌的概念

正好提供了一個既夠廣泛，又能有明確（社會學）認同的理論依據

（Beckert, 1996: 803; Carruthers and Uzzi, 2000: 489; Swedberg, 2003: 

34）。Piore（1996: 742）便曾推測說，經濟社會學這個領域之所以具

有吸引力，正在於它鬆散、開放的特質。難怪美國社會學會下的經濟

社會學 section，成立初始就以包容、折衷及多元（inclusive, eclectic, 

pluralistic）自許（Baker, 1999: 15）。14

所以，新經濟社會學之所以新，並非像它的某些參與者或追隨

者宣稱或相信的，在於它有遠邁前人的理論企圖心，試圖對經濟生

活提出系統性的社會學解釋（如見 Dobbin, 2004b: 3f.; Granovetter, 

1990），而在於它更有自覺、更有意識（Sørensen, 2003: 535）。自知

是個鬆散聯盟，卻又不斷要強調自己的統一這個矛盾，源自新經濟社

會學無法擺脫必須不斷劃界來證成自己的深層焦慮。15我認為，這跟

社會學在美國是 “science of leftovers”，只能處理經濟學、政治學等其

他學科不處理的、剩下來的範疇這樣的角色定位有關（Granovetter, 

1990: 89; Turner and Turner, 1990）。由於欠缺明確的專屬研究對象，

14 邁入 21世紀後，Guillén等（2002b: 9f.）依然重申，僵硬的界線反而不利
於學術生產。
15 經近 20年的發展後，Guillén等（2002a）仍偏好使用 an emerging field這
樣的標題，徒然引來 Sørensen（2003: 534）的嘲諷，認為該書根本無法給人
新興領域會有的刺激感與新發現──儘管新經濟社會學另一方面的確仍保留

著新興領域鬆散、欠缺統一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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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不出一套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社會學的學科正當性不但相對較

低，自己也欠缺自信，在面對強勢的經濟學時尤其如此。

這與社會學在歐陸的古典起源有相當的差距。古典社會學企求的

是「社會的科學」（science of society），不但要研究社會生活的各個面

向，更希望在此基礎上掌握到社會的整體。16不少人（如 Simmel）

因此主張社會學不應窄化為一門學科，因為它是無法為特定學科獨佔

的分析觀點（Lüschen, 1994: 12）。17這種宏大的視野與企圖卻帶來弔

詭的後果，社會學的觀點雖能廣泛滲透到社會科學的各學科中， 18卻

因自己欠缺學科的建制化，以致成果難以累積，也無法建立制度性的

認同與傳承。

反過來，雖然美國的社會學只能揀別的學科不要的對象來研究，

以致家庭、犯罪⋯⋯等彷彿成了社會學的固有範疇，遺忘了社會這個

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卻因建制化為大學中的一門學科，不

但能獲得延續，更隨著美國日益上升的政經霸權向全球擴散，使得

美式社會學成為學習的典範，而相應的學科分工模式則被視為理所

當然。這樣的分工背後常隱涵了政治、經濟、文化或政治、經濟、

社會的三分，人們還常將文化與社會混同，不然便是理不清兩者的關

16 新經濟社會學的追隨者對此並非全無體認（如見 Guillén et al., 2002b: 1），
但觀察它到目前為止的實際發展，似不再有此雄心壯志，而是至多止於對經

濟生活提出系統性的解釋。
17 關於社會學為何無法成功在歐陸建制化，見Wagner（1991）。
18 這可見諸經濟社會學在法國的發展史，當涂爾幹的傳統不再為社會學繼承

時，仍可在人類學、經濟史及「異端的」經濟學中獲得延續，以致能為日後

復興的經濟社會學再次銜接（Heilbron, 2001）。關於德國二戰後經濟社會學
的發展，見 Beckert（2000）。但我有些懷疑因為視角的關係，Beckert無法看
到 Heilbron觀察到的現象（可比較 Heinemann, 1987，不儘相同的敘述）。儘
管如此，還是可以看到經濟社會學在德國有所發展，不乏明白使用此一標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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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19所以，即便社會學者講到社會時，指的往往也只是與政治、經

濟等並列，彼此有所區隔的一個領域，而不是作為整體的社會。正因

為有這樣的背景，鑲嵌的概念才特別吸引人。新經濟社會學的靈魂人

物 Granovetter（1990: 90）也說，早在 Parsons之前，美國社會學關

心的主題便遠遠避開經濟學的核心關懷，結構功能論只是強化、鞏固

這個區隔而已。如所周知，1960年代以來，一度如日中天的結構功

能論開始遭到嚴峻挑戰，而新經濟社會學正誕生於這樣的背景。

（二）從分進合擊到匯流的過程

Convert and Heilbron（2007）的研究顯示，從不同於通說的另一

種「事後之明」的角度看，1960年代任教於哈佛的 Harrison C. White

才是促成經濟社會學復興的關鍵人物。20不但後來積極推動建構新經

19 結構功能論強調共享的意義與象徵、共識，從社會化的角度來解釋社會秩

序的維繫等做法，自然讓這個問題更為嚴重。Zelizer（1988: 629）便抱怨說，
新經濟社會學往往視文化為危險的 Parsons式過去的遺跡在苟延殘喘，只會
干擾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話。Block則說，對 Parsons理論的反叛，使得談
論規範與道德秩序變得有些困難（Krippner et al., 2004: 118）。更關鍵的或許
是，一如面對經濟學時的劃地自限，美國社會學者傾向把文化留給人類學家

處理。
20 Piore（1996: 749）便為 Smelser and Swedberg（1994a）一書竟然沒收錄
White的文章而打抱不平。值得附帶一筆的是，雖然White只能透過英文理
解魯曼，但對系統理論有著相當的敬意與肯定（儘管其中不免也有批判），

有別於新經濟社會學一般對魯曼的漠視。他不但於 2005年訪問 Bielefeld大
學，以「魯曼訪問教授」的身份授課，最近還遠道前赴歐洲，參加紀念魯

曼《社會之社會》（Die G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一書發表十週年的研討
會（White et al., 2007），希望促成系統理論與網絡分析的交流。可惜，如
Krippner（2001: 809, notes 97）也觀察到的，新經濟社會學迄今參考的主要
是White早期的結構論著作，對《認同與控制》（Identity and Control）（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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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社會學的 Granovetter、DiMaggio及Michael Schwartz皆受業於其

門下，而且參與這項知識運動的主要作者們有近半數與其有直接或

間接的連結。21在推動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作者中，可辨識出三個世

代。最年長一代包括 Charles Perrow、Arthur Stinchcombe及White三

人，皆與之前居主流地位的結構功能論無關。Perrow和 Stinchcombe

出身自組織社會學，White則是採取網絡分析的進路。組織社會學與

網絡分析兩者的結盟，正是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與社會基礎。22

在分析這些主要作者們彼此引用的情形後，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進一步指出，在 Granovetter（1985）的「宣言」發表前，

可清楚辨識出四群作者。其一主要是應用網絡分析的技術，即以紐

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為中心，環繞在Michael Schwartz身邊的一些

人（包括 Brewster Stearns, Mark Mizruchi和 Beth Mintz），再加上

Ronald Burt和Wayne Baker。而跟 Schwartz有引用關係者，通常也

會跟另一群親近新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們（Fred Block、Roger Friedland

及Michael Useem）有連結。另外一群輪廓比較鮮明的作者來自組織

社會學，主要採取新制度論的進路，包括 DiMaggio、Powell、Nicole 

Biggart、Gary Hamilton、Neil Fligstein及 Robert Eccles。在這兩群

人之外，前述的 Perrow、Granovetter、Stinchcombe、White，以及

1992）這本可謂是新經濟社會學中最具理論野心的著作不太感興趣。White
最近還推出改寫過的第二版，並在前文中明示，此一改寫受益於系統理論的

刺激，試圖與之對話。
21 Convert and Heilbron（2007）係根據曾參與建構新經濟社會學的幾次
重大事件來界定主要作者，即 Zukin and DiMaggio（1990a）、Friedland 
and Robertson（1990）、Swedberg（1993）、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2001[1992]）、Smelser and Swedberg（1994a）等書的作者。
22 另見熊瑞梅（2006，頁 20以後）就制度論與網絡分析的企業研究所做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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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jandro Portes、Paul Hirsch與Marshall Meyer也構成可區辨的一群

人。但這並非因為他們共享特定的研究取徑，而是基於他們的資歷與

聲望，因此他們常被別群的作者引用，自己卻很少引其他的作者。其

中有個重要例外，正是 Granovetter，他在那時便已扮起網絡連結的角

色了。最後還有一群在這個時期尚未有作品問世（如 Frank Romo、

Patrick McGuire、Mark Lazerson），或是尚未跟其他主要作者建立

關係，彼此不太引用的作者（包括 Paula England、Charles Sabel、

Mitchel Abolafia、Charles Smith及 Viviana Zelizer）。1985年以後，這

種分群的現象就消失了。隨著這些作者彼此引用的密度日趨上升，漸

漸形成一整個大的、相互參照的群體。

這清楚反映在 Zelizer（2001; 2007）關於自己研究生涯的敘述

上。雖然她在 1970年代末即從事壽險的研究，但多年來，包括她自

己在內，沒有人稱她的研究是經濟社會學。然而，隨著時間的進展，

尤其在新經濟社會學變成大家共同接受的標籤後，Zelizer不但慢慢

從不認同到認同，在場域中的位置也日益從邊緣向核心移動。23儘管

如此，不同的運動軌跡還是讓她得出如下的不同觀察：新經濟社會學

主要有三派，其一是擴張延伸派，主張把經濟學模型應用到非經濟的

23 不論是 Swedberg（1986）批判「經濟與社會」典範的文章，還是
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1987）三人合寫的文章，文化的議題均
未進入其視野中。但按 Swedberg（2004b: 317f.）日後的改寫，1980年代中
期對新經濟社會學做出重要貢獻者，依序為 Granovetter、White及 Zelizer。
亦即 Zelizer自始便在中心，而不再被視為邊緣。在這之前，Swedberg（1991: 
269f.; 1997: 166ff.）便已把文化社會學（視 Zelizer與 DiMaggio為代表）
與網絡理論及組織理論並列，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分支之一。其實，

Swedberg（1987: 119）很早便認知到 Zelizer的貢獻，但那時是把她的研究歸
入市場研究的範疇，認為她是銜接 Titmuss（1970）關於人類價值的研究傳
統，而非另外開闢出文化研究的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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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上；其次是脈絡派，持鑲嵌的立場，企圖顯示作為脈絡的社會組

織如何形塑了經濟行動者的選項；最後是她用來標示自己的另類派，

一般也稱做文化的進路，主張經濟生活的所有領域都是有意義的社會

關係。24

對照德國學者 Beckert的看法，差異就很明顯。身為美國場域之

外的「局外人」，Beckert（1996: 803）毋寧是根據日後可取得或自認

為值得繼承的「作品」，主觀認定新經濟社會學早在 1970年代便已開

始發展，並列舉 Granovetter（1973）、Fox（1974）、Hirsch（1975）

及 Zelizer（1978）等著作為代表，完全忽視White開路先鋒的角色。

他還進而主張，到了 1980年代，經濟社會學已呈現一番繁榮蓬勃的

局面。這樣的看法雖未必站不住腳，但顯然與局中參與者的感知及感

受有極大差距。25

（三）歷史書寫中逐漸被遺忘的聲音

更重要的是，不論是 Beckert這種局外人的看法，還是 Zelizer這

種從局外到局內的看法，都沒有看到在場域形成過程中被排除的聲

音。如 Convert and Heilbron（2007）指出的，新經濟社會學不但必須

24 附帶一提，當 Zelizer接受 Russell Sage基金會的贊助，從事「行為經濟
學」的研究計畫，開始與新經濟社會學有較緊密的接觸時，雖也曾對當時

的研究進路提出批評，但基本上是援引 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
（1987）的觀點，認為 1970年代中期已出現轉變的訊號，開始向「新經濟
社會學」進軍（Zelizer, 1988: 616f.），有別於她後來接受通說 1980年代為起
點的看法。
25 但就是 Beckert，後來也追隨一般的通說，在其《超越市場》（Beyond the 
Market）一書的英譯本（德文版 1997年出版）中改囗稱，自 1980年代起，
社會學才重新發展出對於社會經濟問題的興趣（2002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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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迎戰結構功能論「經濟與社會」的觀點，同時還必須與新馬克思

主義以及以 Amitai Etzioni為代表的「社會經濟學」（socio-economics） 26

競爭。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優勢不只來自獲得 Russell Sage基金會的資

源挹注，更關鍵的是，以批判自許的新馬克思主義根本就反對學科建

制化，社會經濟學則是強調跨學科的進路，在兩路主要競爭敵手都反

對學科建制化的情況下，才讓新經濟社會學憑著建制化為特定分支領

域的優勢脫穎而出，恰似美國社會學之所以能在戰後變成典範的翻版

（參見前述）。

對照 Swedberg不同時期的歷史書寫以及新經濟社會學追隨者認

知到的歷史版本，我們可以清楚觀察到，在各方勢力結盟，攜手共

同對抗經濟學帝國主義，完成奠定經濟社會學的一片江山，避免經

濟研究為經濟學壟斷的歷史使命後，一些盟友漸漸不再被提及，原

本多元的聲音逐漸消逝，同時慢慢形成了一個主旋律。當 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1987）提倡「經濟社會學」，企圖恢復此一

標籤的使用時，曾特別點名婦女研究、新馬克思主義以及第三世界理

論，認為這三種堅持經濟在社會的整體性中居於關鍵地位的進路，

有助於走出 1960年代到 1970年代早期的典範危機。同時，他們認

為 1970年代中期以來一系列的社會學著作，清楚標誌了社會學家以

新的態度來看待經濟。甚至，Swedberg（1987: 64）更樂觀地認為，

1960年代中期以來把經濟帶回到社會學研究議程之中的努力，將自

然地導致經濟社會學的重構。曾共同促進新經濟社會學的誕生，但

後來逐漸被邊緣化，乃至被摒除於此一場域之外的 Block也認為，

1960年代才是經濟社會學發軔的起點，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及批

26 此一進路晚近仍有不少提倡者與追隨者（例如見 Zafirovski and Levine, 
1997; 1999），甚至還有份專業期刊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代言。



15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判取向的歷史社會學研究為它在 1970到 1980年代的擴張打開了空間

（Block著，鄭陸霖、吳泉源校譯，2004，第 2章）。27

1990年代初，在新經濟社會學尚未完全站穩腳跟時，似乎變得

有些心急的 Swedberg（1991: 270）開始感嘆起不知該如何「吸收」

或「同化」來自世界體系理論、制度經濟學、女性主義及新馬克思

主義等獨立知識傳統的洞見。就連新經濟社會學已獲得初步鞏固，

其重要指標，即 Smelser and Swedberg（1994a）所編《經濟社會學

指南》（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一書問世，Smelser and 

Swedberg（1994b: 17f.）在為該書作序時，也仍不免要提及新韋伯及

新馬克思學派在 1960至 1970年代的復興與影響。28

然而，在後來一般追隨者的眼中，就不再有這樣的視野。例如

Guillén等（2002b: 5）雖然承認 1970及 1980年代早期有過令人感

到有趣的嘗試，如結構功能論的 Smelser（1976） 29及新馬克思主義

的 Stinchcombe（1983），但 Guillén等人強調，就經濟社會學作為獨

立的分支研究領域來說，一直要到 1980年代中期才有顯著發展。同

時，他們雖然沒有把經濟社會學的復興僅歸功於 Granovetter，但認定

這是由White（1981）、Burt（1982）及 Granovetter（1985）所共同促

成，彷彿新經濟社會學自始自終就是網絡分析一脈嫡傳一樣，連新制

度論這個最主要的盟友都還不值得一提──儘管 Guillén等（2002a）

所編的書事實上收錄了如 Fligstein及 Zelizer等其他研究進路的代

27 但 Block也清楚意識到，這些「局內人」當時可能並不認為自己在從事
「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而更常用理論途徑或特殊的研究領域來標定自己。
28 在 2005年的新版序中，新韋伯學派便不再被提及，但馬克思主義陣營
被更細緻地區分為新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及世界體系理論（Smelser and 
Swedberg, 2005: 14）。
29 其實該書第一版 1963年就已經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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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當新生代如此認知、再現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自然也就看不到

新經濟社會學源自發展社會學和世界體系理論的這一分支或側面。30

事實上，兩者後來也多保持涇渭分明的區隔發展。31

不過，在最初的發展階段，新經濟社會學其實很清楚自己的主

要敵人是誰，也有明確的統一戰線意識。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1987）一文的矛頭是對準經濟學，詳細申論了經濟學與經濟

社會學兩者在行動者概念、行動的競技場、經濟行動的類型、經濟行

動的結果、分析者的觀點、時間的概念、一般的科學方法等方面的差

異，只有在行文的最後，才附帶批判了結構功能論，認為結構功能論

只企求補充主流經濟學的看法，而不是提出替代的社會學解釋。

Swedberg（1986）則對結構功能論「經濟與社會」的觀點正面開

火，認為它把研究者的精力導向研究（一）經濟與社會其他部分的關

係，（二）經濟在整個社會中的角色，以及（三）經濟現象的社會學

面向，卻把最核心的問題「經濟究竟如何運作」留給經濟學家處理。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把經濟與社會「分得太開」。相對

於此，新馬克思主義（如 Braverman）、女性主義（如 Oakley、Tilly 

and Scott）以及第三世界研究（如 Cardoso and Faletto、Wallerstein）

則有助於批判這樣的進路。不過，Swedberg也清楚指出，這些進路

30 關於從現代化理論到依賴理論此一發展社會學的脈絡，以及所謂比較政治

經濟學作為經濟社會學的一個側面，見 Trigilia（2006: 198ff.）。事實上，在
1980年代中期，也就是新經濟社會學正值起飛的時刻，發展社會學本身卻遭
遇理論的瓶頸，日漸喪失活力，以致某程度上可說是被新經濟社會學吞併、

吸納（鄭陸霖，2006，頁 125以後）。至於世界體系理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 1970年代的興起，則與日益劇烈的國際經濟競爭，讓美國人深刻意識到
國際的經濟互賴這個時代背景有關（Block, 1986: 176）。
31 Fourcade（2007: 1018）也特別指出這一點，並認為這正是場域的排除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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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興趣的是「整體論」的進路，並未致力於建構經濟社會學作為分支

領域，而且多半也難以在美國獲得制度上的立足點。這個建構及更新

的任務，剛好可由經濟社會學來填補。

在 Swedberg（1987）這篇獨力完成、闡述經濟社會學過去的典

範及現況的文章中，更明確把經濟社會學的發展分成 1890-1920、

1920s-1960s以及 1960s以後三個時期。首先是經濟社會學下水啟

航的時代，主要討論歐洲的古典傳統（但兼及美國制度學派的代表

Thorstein Veblen）。在 1920s-1960s的第二個時期中，他除了繼續探

討歐洲的經濟社會學，尤其是 Joseph Schumpeter外，另一重點便是

美國社會學中的「經濟與社會」觀點。在討論到最後一個仍處於開展

中的時期，他明確地冠上「邁向一門新的經濟社會學」這樣的期許。

按他此時的看法，早自 1960年代中期起（而不是他日後認定的，與

寫作這篇文章約略同時的 1980年代中期），一些作品共同的潛在主題

便是把經濟帶回到社會學的研究議程之中，從而可看做是經濟社會

學的重新開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包括採取文化進路的 Zelizer

（1978）及主張社會經濟學的 Etzioni（1985; 1986; 1988）都被納入

討論。換言之，在催生新經濟社會學的過程中，一些主要推手毋寧是

先企求廣泛的聯合陣線，而不是自始就劃出嚴格的界線，將取向相異

者排除在外。32

32 同樣的情形可見諸 Etzioni and Lawrence（1991）這本宣揚社會經濟學進路
的書，新經濟社會學的兩位大將 Granovetter及 Swedberg便各自貢獻了一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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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命名的問題：認同與傳統的建立╱斷裂

不過，找到一個自稱，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共同標籤還是很重要

的一件事，因為這不但是起碼的認同基礎，也是能有效連結不同學

術取向和潮流的工具。儘管 Smelser and Swedberg（1994b: 20, note 2; 

2005: 20, note 2）在為《經濟社會學指南》這本指標性著作寫序時，

一貫認為，採用「經濟社會學」一詞純粹只是「為了方便」的緣故，

甚至同意「社會經濟學」是指涉所有關於經濟的社會科學分析的適

當詞彙，不過他們終究還是堅持用「經濟社會學」來命名自己的努

力。事實上，Swedberg（1987: 28ff.; 1998: 153ff., 177ff.）非常清楚

Weber和 Schumpeter更喜歡用「社會經濟學」這個術語（亦見 Nau, 

1997），並賦予它遠較「經濟社會學」為廣的意涵。雖然 Swedberg未

曾就為何堅持使用「經濟社會學」多做理論上的辯解，但其實早在

Swedberg, Hillmelstrand and Brulin（1987: 207, note 4）引經據典為「經

濟社會學」正名催生的文章中，便已透露出，他們之所以偏好「經濟

社會學」勝過「社會經濟學」，在於如此命名方可清楚指出是「從社

會學的觀點」來分析經濟的現象。

相較於歷史社會學自 195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發展，新經濟社

會學明白打出「新」的旗號，顯示主其事者有意識地在從事一場運

動。33同樣處於美國這個相較歐洲社會學傳統來說是「例外」（也就

33 一個明顯的對比是，在促進歷史社會學的復興上頗有建樹的 Skocpol
（1984: 359）明白反對把歷史社會學變成獨特的分支領域。畢竟，如
Giddens（1984: 355ff.）所說，史學與社會科學間只有實質上的分工，不應
有邏輯與方法論上的分野。如果歷史研究專殊化為特定的分支領域，反而會

讓所有社會學研究本來都該重視的歷史視野局限於少數特定研究上，雖獲得

分支地位的肯定，但就社會學整體來說失去的卻更多。反諷的是，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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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缺乏歷史的視角，又不企求作為社會整體的科學）的脈絡中，

Smith（1991）在回溯歷史社會學的發展時，儘管在第一章也用了「浴

火重生的鳳凰」這樣的比喻和標題，但書名強調的卻是歷史社會學的

「興起」。34雖然歷史社會學竟然遺忘了古典社會學的歷史與其強調

的歷史研究的視角，說起來多少有些反諷，但這卻也有它的好處，不

會以「新」的光環遮掩了古典的貢獻與洞見，仍留給後人許多繼續探

索的空間。相對地，或許是古典傳統對於經濟現象的關注顯著到難以

忽略的地步，新經濟社會學在復興經濟社會學的同時不得不特別標榜

自己的「新」，以致表面上對古典傳統禮敬有加，實際上卻是很快就

把它供上神龕，敬而遠之，不再討論。

也正因為美國社會學有其特殊的發展脈絡，才讓 Swedberg這位

瑞典出身、在美國攻得博士學位後主要任職於瑞典的社會學家， 35能

充分利用既在局內又在局外（或者用系統理論的術語來說：「既被包

含又被排除的第三者」）的特殊身分， 36在美國社會學界覓得發表的暱

企圖挑戰既有理論的預設，以社會運動之姿崛起的歷史社會學，最後還是憑

著作為一套與量化研究同樣嚴格的特定方法而爭取到正當性，建制為分支領

域，以致日漸馴化而失去原有藉歷史追求理論的雄心（Calhoun, 1996）。
34 相對地，在歐洲，例如在德國，儘管某個意義上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在古典

之後也有所衰退，但歷史研究及歷史視角從未完全缺席。也因此，後來主要

係源自英語世界的發展在此被冠上了「新」歷史社會學的稱呼（Schützeichel, 
2004: Chap. 3）。
35 須補充的是，自 2002年起，Swedberg便任職於美國 Cornell大學的社會
學系。
36 這其實是北歐學者常扮演的角色。例如致力將魯曼關於政治、法律與組織

方面的觀點引介到英語世界中的，主要便是丹麥、挪威、瑞典等北歐學者。

相對地，在美國本土，以目前引介魯曼的主要推手William Rasch來說，便
係德文系出身且一直任職於德文系。他雖曾為哲學系、比較文學研究及文化

研究學程的合聘教授，但與社會學系一直沒什麼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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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niche），扮演催生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角色。37由於一般美國學

者在求學的過程中，對古典的傳統接觸有限，也多不感興趣，歐洲出

身的 Swedberg卻因為熟悉古典的傳統，因此一方面能從古典著作中

汲取資源，為新經濟社會學奠定古典的源頭與基礎，賦予它正當性的

標籤，另一方面又因為與美國的學界和理論傳統淵源較淺，可較無顧

忌地批判，與 Parsons為代表的「經濟與社會」傳統清楚切割。

也 由 於 有 Swedberg（1987） 及 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1987）這些歐洲學者代勞，所以 Granovetter不必再費力追溯

到韋伯、涂爾幹等古典傳統，細緻爬梳其理論內容，而只需簡單地以

古典大師「關心形成市場與資本主義組織之前提的社會學元素勝於經

濟的日常運作」（1990: 90）一句話帶過，認為這導致社會學家把注意

力從「經濟的日常運作」這個最關鍵的問題轉移開來，拱手讓給經

濟學家處理。在 Granovetter未明言的後設敘事觀點中，被看做「歷

史」，需要批判地對話的「傳統」只限於結構功能論「經濟與社會」

的觀點以及「工業社會學」這兩個美國本土的學術傳統。38這種相對

37 與此類似，值得一提的是，邊陲或半邊陲在新經濟社會學發展過程中

扮演過發動、引導改革的角色。雖然新經濟社會學的先驅White早位居美
國社會學界的中心，但後來發動新經濟社會學運動的中心主要在同時有

Granovetter、Perrow及 Schwartz任職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這背後有美
國社會學界在 1960-70年代擴張的背景，自頂尖一流大學畢業的 Granovetter
想留在離中心較近的地方，最後才落腳於此。同時，由於正規的社會學系無

法完全吸納生產過剩的社會學家，以致不少人進入商業學校或管理學院任

職，這雖導致人才外流的局面，但也因此使得社會學家更急於，也更敏於與

經濟學家做區隔，從而促成新經濟社會學的榮景（見 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
38 Granovetter（1990）認為，到 1960年代晚期，就是這兩個原本最有希望
發展出經濟社會學的傳統也都不存在了。工業社會學因為沒有自己獨特的理

論架構，所以最後被吸納到組織社會學中，而後者比工業社會學更不關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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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化的視野，對新經濟社會學日後的發展無疑會造成局限，因為運作

與觀察、歷史發展與歷史書寫間有著循環的因果性，我們如何認知、

再現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將實際影響到它現在及未來的發展。

以下，我將指出，新經濟社會學的鑲嵌概念其實默默繼承了古典

社會學的整體論觀點，這才使得它能在日益強勢的經濟學研究典範之

外別樹一幟。同時，鑲嵌的概念雖然有助於理論上的突破，但它概念

化的方式卻也隱涵了相應的盲點，讓新經濟社會學看不到或遺忘了作

為整體的社會，以及分化這個更為根本的理論問題，導致其發展上受

限。

三、「鑲嵌」的問題

經過近 20年的發展後，Swedberg（2004a: 6）坦承，新經濟社會

學初興時是欠缺理論的。社會學家只知道應該發展出有別於經濟學的

取徑，但在面對理論的問題時，卻茫然不知該從何著手。在這樣的

情況下，Granovetter（1985）把源自 Polanyi的鑲嵌概念與網絡分析

結合起來的嘗試，提議社會學家要探究的主題在於經濟行動如何為

網絡所結構化，獲得了熱烈的迴響。儘管鑲嵌的「問題」激發了廣

泛的共鳴，鑲嵌的「理論」卻一直缺席。當年的匿名審查者不能同意

Granovetter以「鑲嵌的理論」作副標題，實有其知識上的真誠與遠

業的經濟理論。至於結構功能論則因一來無法激發相關的經驗研究，二來更

因知識與政治氣氛的轉變而喪失主導的地位。另一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同樣

不能寄望，因為伴隨著不斷擴張的研究主題而來的，其實是概念工具上的窄

化，以致某個意義上比「新古典」經濟學還要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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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39 Granovetter自己也接受這樣的看法，就把副標題改為「鑲嵌的

問題」，因為大家都同意這裡有個問題在（Swedberg, 1997: 173, note 

3）。時至今日，鑲嵌的確也仍然是個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當社會學家集結起來反對經濟學時，要構成統一戰線，畢竟還是

需要些實質的內容作為認同的基礎。Granovetter（1985）一文之所以

會成為里程碑，正在於它提供的鑲嵌概念恰好迎合了這個需求。該文

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低度社會化」的觀點，另方面又能與長期

支配美國社會學界的結構功能論「過度社會化」的觀點劃清界限，指

出兩者共享「行動與決策係由原子化的行動者所承載」（Granovetter, 

1985: 485）。這樣的出發點，主張應改弦易轍，改從行動總是「鑲

嵌於社會關係之具體的、持續進行中的系統」（1985: 487）出發。

Granovetter主張，唯有從「絕大多數行為都緊密鑲嵌於人際關係的網

絡中」（1985: 504）的觀點出發，方可避免過度及低度社會化的極端

立場。

同時，鑲嵌的論點意指，「行為與制度會受到持續進行中的社

會關係所限制」（Granovetter, 1985: 482，黑體字為筆者強調），若把

它們建構為「獨立的」，將是嚴重且可悲的誤解。由此觀點出發，

Granovetter一方面試圖與經濟學及持形式論立場的人類學家區隔，

另方面也要與現代化理論以及以 Polanyi為代表的，持實質論立場

的人類學進路劃清界限。他強調，「在非市場社會中，經濟行為鑲嵌

的水準（level）較實質論者及發展理論家所宣稱的要來得低，而且

『現代化』對這所造成的改變也較他們所相信的要來得少」，同時，

39 Carruthers and Uzzi（2000: 489）也說，雖然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認同是環
繞著鑲嵌的概念建立起來的，但鑲嵌更像個綱領式的陳述，而不是一套一般

理論。



15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Granovetter不忘反過來強調，「這個〔鑲嵌的〕水準始終比形式論者

及經濟學家所容許的要來得重大（substantial），並將一直如此持續下

去」（1985: 482f.，黑體字及中括號內容為筆者所加）。

1990年，當 Granovetter這位新經濟社會學的實質掌門人回顧過

去，展望未來，擘劃經濟社會學下一步的研究議程時，基本上仍延續

前述的看法， 40但有了進一步的申論。Granovetter（1990）將經濟現

象區分為個體的經濟行動、經濟的結果以及經濟的制度三個層次，分

別討論鑲嵌與此三者的關係。首先，他主張援用韋伯的界定，把個別

的經濟行動界定為︰在稀少性的情境中，以滿足按照個體自行界定的

需要為取向的行動。其次，經濟的結果係超越個體的行動層次，但往

往是個體行動的「規律模式」。至於制度，則是更大的行動複合體，

通常具有事物應當如此做的意涵並常獲得堅固的印象，以致變得物

化，被經驗為外在及客觀的，而非社會的建構。此外，Granovetter對

鑲嵌也有了更細緻的界定，亦即指「經濟的行動、結果與制度會受到

行動者的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以及整個關係網絡的結構所

影響（affected）」（1990: 98，黑體字為筆者強調），並把這兩者分別稱

為鑲嵌之關係的面向與結構的面向。不過，Granovetter同時也還保有

先前較素樸的觀念，即「鑲嵌的問題」係指「經濟活動為個人關係的

網絡所媒介，或者──我會說是『鑲嵌於』個人關係的網絡中──的

程度（extent）的問題」（1990: 96，黑體字為筆者強調）。

從前面的引文不難看出，在 Granovetter眼中，社會關係等同於

40 Granovetter在此的說法是，「向現代性的過渡並沒有造成鑲嵌水準的太大
改變」，也就是「（鑲嵌的水準）一直是且將繼續是重大的：它在之前的時期

不像『實質論者』、『發展理論家』及演化論者所宣稱的那樣廣泛到包含一

切，但它在之後的時期卻又比他們或經濟學家所假定的要來得廣泛」（199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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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個人或人際關係，而鑲嵌指的就是鑲嵌於這樣的人際關係網絡

中。41如後來不少批評者（Barber, 1995: 406; Krippner, 2001）指出

的，這種極為窄化的觀點相當程度上誤解、乃至扭曲了 Polanyi原來

對鑲嵌概念的用法， 42把要分析的經濟制度從具體的複雜性中抽離出

來，只根據網絡連繫的形構（configuration of network ties）這個單一

面向來分析制度，以致雖強調鑲嵌，實際上卻忽略了經濟鑲嵌於其中

的、更大的社會系統的重要性，也遺忘了經濟系統在市場之外，還可

有互惠及重分配等別的替代模式。43

不過，在當年的時空情境下，Granovetter（1985）強調向現代

的轉型並未使得經濟行為不再鑲嵌於社會關係中，不但校正了隨著

現代化理論風行而造成的刻板印象，更找到了能與經濟學對抗的有

力觀點。Granovetter的鑲嵌論點破除了視經濟與社會為彼此隔離的

領域的經濟學觀點，讓社會學家開始有自信著手研究傳統上為經濟

學獨佔的核心主題，如市場、契約、貨幣等（Granovetter, 1990: 95; 

Swedgberg, 1991: 268），同時還促使社會學家不再把心力放在批判經

濟學的理性概念或其他不合現實的預設上，而是具體地把經濟學忽略

的「社會結構」帶回到分析之中（Swedberg, 1997: 162），從社會建構

41 在專論〈經濟關係的性質〉（“The Nature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的文
章中，Granovetter（1993）同樣把重點放在 personal/impersonal的區分上。由
此可以看出，personal/impersonal這組區分實是他研究的根本出發點。
42 Granovetter（1992: 28, 51f., note 4）後來也試圖與 Polanyi區隔，稱自己的
立場為「弱鑲嵌」，有別於 Polanyi的「強鑲嵌」。儘管如此，Granovetter也
承認強、弱的修辭有些笨拙，因此多仍只說鑲嵌，並繼續堅持原有的立場。
43 Mingione（2006: 234f.）比較溫和的批評是，Granovetter主張的「網絡鑲
嵌」有別於 Polanyi「政治經濟的鑲嵌」，並未注意到文化的多樣化以及關於
經濟行為的政治及制度規約。Block則說，Granovetter鑲嵌概念的問題在於
太過單薄，我們需要厚重些的鑲嵌概念（Krippner et al., 200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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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破除經濟學往往將制度「自然化」的迷思，揭露經濟行動與制

度背後的社會脈絡，有其可觀的貢獻。

我認為，鑲嵌的概念之所以能促成這樣的突破，激發社會學者勇

於向經濟學挑戰的雄心壯志，在於它繼承了古典社會學傳統整體論的

遺產，堅持經濟行為也是社會行為，而不只是與社會行為有關而已。

可惜的是，鑲嵌的概念畢竟不夠徹底，它是在默認政治、經濟、社會

為彼此分化開來的不同領域此一「事實」的前提下，謀求透過重新建

立經濟與社會領域的連繫，來解決社會既作為一個整體，同時內部又

有所分化所造成的矛盾。也因此，鑲嵌概念的風行成功催生了新經濟

社會學，但同時也反過頭來限制了它在理論上的突破，因為鑲嵌的概

念掩蓋了背後兩種不同社會概念──作為所有社會生活的整體還是作

為與政治、經濟等相對的領域──之間的矛盾，掩蓋了如何理解、概

念化社會及其內部分化（在此：社會與經濟的關係）等真正的理論問

題。尤其，當「經濟行為是否繼續鑲嵌於社會關係（＝人際關係）之

中」變成（新）經濟社會學主要關心的問題時，這一定程度誤導並窄

化了接下來的研究方向。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追根溯源，還是來

自 Polanyi的著作往往給人「自律市場是去鑲嵌的」這樣的印象或誤

解。44

44 雖然 Granovetter日後自承，他關於鑲嵌的想法可能是來自聽 Harrison 
White的課堂演講而獲得的靈感，並非來自閱讀 Polanyi（Krippner et al., 
2004: 113），但這並不能豁免 Polanyi本人極易讓人誤解鑲嵌概念的知識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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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誤解的源頭：Polanyi的鑲嵌概念

雖然 Polanyi今日因為提出鑲嵌的概念而知名，但實際上鑲嵌一

詞在他的代表作《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57a[1944]）

中只如附帶提及般出現兩次而已（Barber, 1995: 401; Krippner, 2001: 

778ff.）。儘管如此，依 Block的詮釋，在寫作《鉅變》的過程中，

Polanyi的確慢慢發展出所謂「鑲嵌的經濟」的想法，告別他原本引

以為據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架構。這時 Polanyi便已認為，賦予經

濟在分析上及歷史上較其他人類行為領域優越的特權地位這樣的進

路，犯了他後來稱做「唯經濟論的謬誤」，即傾向把人類的經濟等同

於其市場的形式（Block, 2003; Block and Somers, 1984; Krippner et al., 

2004: 117）。用 Block的話來說，Polanyi雖然發現了市場經濟總是鑲

嵌的這塊失落的新大陸，但還沒有能力為它命名，而且這個新發現的

觀點很快便為原書的架構所掩埋。

之所以如此，跟 Polanyi當年寫作此書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此

書係寫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亂之世，Polanyi當時抱著強烈的企

圖要介入現實，不但希望提出一套系統性的架構，解釋法西斯主義為

何會崛起，以致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他也有意藉此影響戰後

的重建方案。在寫作初始，Polanyi持的仍是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觀

點。馬克思主張資本主義內含的矛盾終將使自己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Polanyi（1957a[1944]）則是認為「自律市場」的興起，雖會促成「保

護社會」的努力，以致出現「雙向的運動」（double movement）；但

市場自律能力的減損只會導致日益增長的危機，終造成 19世紀文明

的崩潰。因此，我們會讀到如下的講法：雖然「經濟系統照例（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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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會被吸納到（absorbed）社會系統之中」， 45但「市場經濟是個

單單由市場本身來控制、調節及指導的經濟系統」（1957a: 68）﹔以

及，在市場經濟中，「經濟不再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相反地，在

此，社會關係鑲嵌於經濟系統之中」（1957a: 57），而有別於互惠與重

分配的情形，在此，雖然也有物物交換或市集交易，但這「通常鑲

嵌於隱涵著信任與信心的長期關係之中」（1957a: 61）。換句話說，

Polanyi最初的看法或全書的架構給人一種印象：自律市場或市場經

濟是「去鑲嵌的」──雖然他本人其實未曾使用這樣的措辭。46

根據 Block的看法，Polanyi在寫作過程中開始向「市場經濟總

是鑲嵌的」立場轉移。他認為 Polanyi以「市場經濟」取代資本主義

一詞，並非僅是基於迴避馬克思主義詞彙的政治考量，這個語言的

轉換背後實代表了理論立場的改變，其關鍵核心便在視土地、勞動

與貨幣為「虛構的商品」，以及「鑲嵌的經濟」這兩個概念。Polanyi

（1957a[1944]: 3）之所以稱「自我調適市場的觀念隱涵了一個強烈

的烏托邦」想像，即在於這是個不可能達成的幻想，因為「唯有在消

滅了社會之人與自然的實體（substance）的情況下，這樣一種制度才

能夠存在」。當 Polanyi細數社會如何保護自己，將土地、勞動與貨

幣等虛構商品「重新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時，他實際上揭露了，市

45 Polanyi在書中另有如下的表達方式：「人類的經濟照例為社會關係所覆蓋
（submerged）」（1957a[1944]: 46）；「這些例子顯示重分配傾向把嚴格意義下
的經濟系統網到（enmesh）社會關係之中」（1957a: 52）。這些類似的表達顯
示，Polanyi當時的確就有了鑲嵌的「想法」，但並未把這當作特定「概念」
與專有「術語」一致地來用。
46 這樣的誤讀某程度上是可理解的，因為《鉅變》一書甚為複雜，讀者往

往可有不同的閱讀重點，像 Piore（1996: 748）便指出兩種隨著時代環境而
改變的流行閱讀方式。Block（2001: xxiv, note 11）則指出，就是像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這樣睿智的史家，也不免於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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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濟若要運作下去，同樣必須維持某種門檻的鑲嵌水準，才不會危

及自己。47在這個從去鑲嵌到重新鑲嵌的過程中，國家的政治作為扮

演關鍵的角色，唯有建立新的關於土地、勞動與貨幣等虛構商品的制

度結構，限制個體對利得的追求，市場經濟才能在相容的制度架構下

繼續存在。不過，由於 Polanyi急於介入時局，不但無暇根據此一新

觀念改寫全書，也沒有心力為此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的解釋與理論。

接下來，由於冷戰的形成與 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下不寬容的政

治、知識氣氛，Polanyi逐漸收起淑世之心，不再奢望能透過知識的

批判觀點影響時局，轉而把精力用於探究原始及古代經濟，試圖證

實在資本主義興起前，市場只扮演著從屬的角色，也就是把心力用

來校正經濟學家往往把現代的觀念或事實投射到過去的做法，而非深

化他關於市場經濟的看法。一般公認，〈經濟作為制定的過程〉（“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一文才是 Polanyi（1957b）關於鑲嵌

觀念最重要的文獻、最系統性的表達。然而，在該文裡，Polanyi探

討的重點仍然在於比較互惠、重分配及市場交換等不同經濟系統的差

異，而不在於發展鑲嵌的觀念或理論。48正如標題所顯示的，Polanyi

47 就算排除這種可能因人而異的文本解讀不論，還是有白紙黑字的證據，

可以證明 Polanyi傾向主張一種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的動態過程觀點：
Polanyi在 1947年發表的〈我們已陳舊過時的市場心態〉（“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一文中，呼籲「重新把經濟系統吸納到社會之中」
（reabsopr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society），引自 Granovetter（1993: 6）。
48 雖然要到這篇文章，Polanyi才對互惠、重分配及市場提出一套清楚的類
型學，但其雛形在《鉅變》一書中便已具備。例如 Polanyi這時已主張說：
「制度模式與行為原則是互相調適的」（1957a[1944]: 49）；「直到封建制度結
束前，在西歐，所有已知的經濟系統都或是依照互惠的原則，或是依照重分

配的原則，或是依照家計（householding）的原則，或是這三者的某種組合
來組織的。這些原則是藉著利用對稱、集中及自治等模式的社會組織之助而

制度化的」（1957a: 54f.）。根據這些類型上的對應關係，一定程度上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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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主要使用的詞彙是「制定」（instituted）而不是鑲嵌。所以 Block

（2003: 299）也不得不承認，Polanyi關於市場經濟總是鑲嵌的看法

始終處於「未曾加以理論化的觀點」的狀態。

儘管如 Krippner（2001: 781）指出的，以貼近原作者意圖的角

度來理解，很難說 Polanyi曾主張完全「去鑲嵌的」市場概念；但

就如前面的討論指出的，這往往卻是一般人的印象，像 Granovetter

（1985）便是如此理解 Polanyi。事實上，早在 1970年代，結構功能

論者 Barber（1993[1977]）便認定 Polanyi把市場描述為去鑲嵌的，

進而指出這會造成誤導。不過，Barber在此文中的討論其實是忠於

Polanyi的精神的。從經濟交換與價值以及其他制度結構具有互賴關

係，或是會受到後兩者限制這樣的觀念出發，Barber和 Polanyi一

樣，也強調可以有不同的經濟交換模式。Barber主張，我們除了必須

審視有哪些不同模式這個一般性的問題外，同時也要審視特定的問

題，例如市場這個經濟交換類型與哪些特殊的價值及社會結構互賴。

秉持這樣的想法，Barber（1993[1977]）在文中嘗試從科學與意

識形態兩個脈絡的互動來說明市場的概念如何變得「絕對化」，從所

謂「扭曲現實藉以希望促成變革的」烏托邦，變成「保守、證成現狀

的」意識形態。49在此脈絡下，他指出 Polanyi關於互惠、重分配及

市場三種交換模式的區分，是研究前述一般問題的重要參考，但是，

他同時批評 Polanyi市場是去鑲嵌的說法會造成誤導。他再次強調，

所有類型的交換制度都會與環繞它們的價值模式以及其他制度次系統

Polanyi早有一套關於「鑲嵌」的一般想法，只聚焦於市場是否是鑲嵌的反而
不當地窄化了鑲嵌的「理論」。
49 按 Barber在此係採用Mannheim著名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一書關於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界定。關於市場作為意識形態的
問題，進一步可參考 Dilley（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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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而「去鑲嵌」的意象會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從這個基本的社會學

事實轉移開來。從結構功能論的立場出發，Barber承認現代市場經濟

某種程度上可視為結構上與社會其他的制度性次系統更加分化開來，

更為具體地彼此區隔開來；但他認為，比起互惠及重分配來說，市

場交換對它的社會環境的依賴並沒有比較少。稱市場交換為「去鑲嵌

的」，是錯把它實際上及分析上不具有的獨立性賦予它，而且會把注

意力從分析它如何與全社會系統的其他部分互賴轉移開來，甚至導致

人們錯誤地相信其他的制度與價值完全受市場經濟支配，而非與其互

賴。

雖然 Barber（1993[1977]）用結構功能論的語彙，更精準地重

述了 Polanyi關於「鑲嵌」的創見，但在 1970年代晚期的時空環境

下，結構功能論的理論進路或許反而成為妨礙其他人親近的標記， 50

加上該文最初並非刊於能見度較高的一流社會學期刊，所以此一看

法一直未為從事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們注意到，以致 Barber日

後再接再厲，寫了篇內容大同小異的論文〈所有的經濟都是「鑲嵌

的」〉（“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 ”）（1995），清楚在標題表明立

場。51 Barber在文中指出，相較於《鉅變》，在 Polanyi晚年編著的

《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Polanyi et al., 1957）一書中，鑲嵌明顯成為特定的概念，不但被

50 參見前面〈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及其歷史書寫〉一節中的討論。
51 在這之前，Lie（1991）也寫了一篇題為 “Embedding Polany’s Market 
Society”的文章，除了同樣認定市場交換在 Polanyi筆下是「去鑲嵌」的，主
張所有的經濟都是鑲嵌的外，還批評 Polanyi把市場交換等同於商品化，以
土地、勞動與貨幣等所謂虛構商品的商品化過程來理解市場社會的興起有問

題，不符合他自己強調的鑲嵌的研究進路的精神，並未把「經濟作為制定的

過程」的觀點也用來分析現代市場經濟。最後，Lie還試著從鑲嵌的觀念，
就 Polanyi探討過的英國的個案，簡略地重述一次市場社會興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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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入索引，也為多位參與此一跨學科研究計畫的作者所使用，不過

在概念上依然未有任何進展。Barber認為，唯一的例外是 Hopkins

（1957），只有他有興趣對經濟與更大的社會系統間的關係做系統性

的探討，並注意到一般化的社會系統在分析上的重要性，而這卻是受

到 Talcott Parsons及 Robert K. Merton兩位結構功能論宗師的影響。

五、回到根本問題：如何理解分化

在不知道，也不曾銜接 Barber（1993[1977]; 1995）的討論的情

況下，Beckert（2002b; 2006）同樣質疑，新經濟社會學是否過於匆

促、草率地把 Parsons拋諸腦後？在 Beckert看來，社會鑲嵌的進路

與 Parsons規範論式的構想兩者在範疇上根本就處於不同層次，新

經濟社會學其實只是藉批判 Parsons來標示立場，而不是透過批判

Parsons來推動理論的進展，因此對 Parsons的理解有不少值得商榷之

處。Krippner（2001, 777: 788ff.）也批評 Granovetter（1985）忽略了

Parsons與新古典經濟學還同樣共享下述重要特徵，即視社會世界清

楚區隔為本質上彼此隔離的領域，這些領域各自完整且清楚地封閉起

來。Krippner進而強調，Granovetter之所以在運用鑲嵌的概念時，會

違背 Polanyi的用法，把分析的對象從具體的複雜性中抽離出來，只

關注「網絡連繫的形構」這個單一面向，係受到 Parsons潛而未知的

影響——儘管 Granovetter有注意到 Parsons自己並未混淆（必須力求

簡潔，從而往往是透過抽象進行片面強調的）分析與（始終只能是複

雜的）具體事物的層次。雖然 Krippner的歸因有一定的說服力，但

在我看來，這終究有些誇大，只是挑結構功能論這個大家都不會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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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罪羔羊當箭靶。事實上，自社會學創建以來，「分化」一直是重

要的觀念，更是社會學藉以掌握、描述現代社會的重要概念。習見的

政治、經濟與文化（或社會）的三分，正反映（領域）分化是大家公

認的現代社會事實。

問題在於，大家對分化這個根深柢固的觀念的掌握與理解是否

恰當。依個人的觀察，迄今為止，多數人恐怕還是根據「分工」或

某種「實體切割」的觀念，把分化理解為不同（實體）領域的區隔

或分離（separation）。52例如 Granovetter如此覆述現代化理論的觀

點：「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日益成為一個分離的、分化的（separate, 

differentiated）領域」（1985: 482）。儘管 Granovetter企圖用經濟行為

始終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觀念，挑戰經濟行為隨著現代化而變得自主

的看法，但他實際上默默接受了背後更根本的「（領域）分化」的觀

念——至少從未明白挑戰此一看法。鑲嵌的概念無疑預設了經濟與社

會的分化，而這背後幾乎從未被質疑的預設是：經濟不屬於社會——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當人們根據的是傳統實體性的分化觀念時，尤其

如此。53當 Swedberg（1986）猛烈批判結構功能論「經濟與社會」的

52 就個人有限的閱讀來說，Zelizer（2007: 1059f.）似乎是新經濟社會學中唯
一明白觸及分化議題者。她嚴辭批判社會學家其實與經濟學家共享一個雙生

的故事，亦即領域彼此區隔，而且不同的世界總是互有敵意。她認為這種錯

誤的界限觀念只會讓「經濟活動遵循自己的法則」這種脈絡取向的信仰一直

持續下去，以致始終只把人際關係或社會關係理解為對此的限制。這個觀點

有其犀利之處，看出兩個領域的緊密接觸只會造成混淆與失序（例如經濟理

性令親密關係崩壞，親密關係則阻礙了效率）這種觀念並不恰當。但這基本

上並未跳脫原來（領域）分化的觀念，只是選擇站在其對立面，主張一種素

樸的「去分化」的想法，而不是重新概念化分化的概念，提出更具說服力的

理論主張，以致一定意義上易淪為反諷：雖然主張去分化，實際上卻繼續以

原有的領域區隔觀念為預設。
53 Polanyi替換使用 embedded和 absorbed這樣的字眼，以及呼籲把經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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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時，重點也只在於此一觀點把經濟與社會「分得太開」，而不是

質疑為何經濟不屬於社會。54儘管絕大多數社會學者可能傾向認為，

經濟也在社會之中，也屬於社會性的事物， 55但多數新經濟社會學的

研究者卻似乎從來就不把買賣或經濟交換視為一種「社會關係」，講

到社會關係時似乎就只想到人際關係。而且，長久以來，他們似乎從

不覺得這樣的觀點或這樣的概念化方式有何不妥。56這其實不特別令

「重新吸納」到社會之中，便清楚流露出這種隔離、實體切割的分化觀。
54 在為《經濟社會學指南》所寫的導論中，Smelser and Swedberg（1994b: 
7）提到，經濟社會學「總是把經濟過程視為社會一個有機的部分，持續地
與其他的力量互動」。撇除 Smelser的影響不論，我相信這應也是 Swedberg
及絕大多數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者可以接受的觀念。問題是，這往往只流於

口頭，在實際進行研究時，這個常識常被拋諸腦後。就這個問題來說，可對

照同時兼具政治學與經濟學背景的 Lindblom（2001: Chap. 1, 5）的另類觀點。
他主張在研究市場時，要思考的是社會，而不是經濟。從特定的角度來詮

釋，這有些接近系統理論多元建構的觀點：所謂的經濟，就是從經濟的觀點

出發所看到的整個社會。又 Lindblom在強調真正應思考的對象是社會的同
時，也認為劃分政治／經濟╱社會只會帶來困擾而非幫助，但係基於這三者

彼此間是分不開的這個在系統理論看成問題的理由。
55 這背後涉及一個廣被接受，很少被討論或挑戰的習見或常識：同時容許兩

種不一致的「社會」概念。身為社會學家，大家會傾向主張一個廣含的社會

概念，把政治、經濟、法律等都包含在內，但同時又可以接受像報紙政治╱

經濟╱社會新聞版面區分所顯示的社會概念。
56 就是力主文化進路的 Zelizer（1988），批判新經濟社會學的主流是「社會
結構的絕對論」，把所有東西都化約為社會關係與網絡，一向強調的重點也

只在於，經濟行為同時是個「有意義的」行為，一個好的研究必須「同時考

慮」結構的、經濟的及文化的因素。因此儘管她後來也批判領域區隔的看法

（見註 51），但似乎同樣把「社會關係」只理解為「人際關係」，背後還是預
設了一種關於經濟╱社會（＝結構＝人際關係）╱文化之間的分化的特定看

法。另外像 Podolny（1994）雖然在標題上清楚贊同經濟交換具有「社會性
格」，但在強調組織會採取「更具社會性的取向」來解決所謂市場不確性的

問題時，毋寧又落回到經濟與社會區分的窠臼中。當他引Weber「市場社群
是實際生活中最為無私、最不具個人特色的（impersonal）關係」的說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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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訝異，因為鑲嵌的概念不但限制了他們做此思考，同時還掩蓋了這

個問題——儘管這個概念的初衷是要把整體論的觀點帶回到經濟社會

學的研究中。由於新經濟社會學強調經濟交換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

若再去說經濟交換也是社會關係，只會導致自相矛盾；而整個社會學

過往的傳統，包括新經濟社會學在內，一向無視於這種因著自我指涉

而來的弔詭，自然也就沒有能力處理這樣的問題。

有別於此，Luhmann的系統理論是以自我指涉、弔詭、偶連性

與時間為出發點（湯志傑，即將出版）。Luhmann的《社會之經濟》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1988）一書開宗明義即在標題表

明，經濟只能在社會之中，也是社會的一部分。經濟行為必然同時也

是社會性的行為，也是個溝通。這就暗示了一個多重從屬可能的分化

觀念，一種多元脈絡下的多重現實（polykontextural multi-realities）。

這樣的觀念需要所謂「後存有論」（post-ontology）的理論立場轉換作

為支撐，亦即同一個事件、同一個時間化了的元素可以同時屬於不

同的系統。57我認為，由於 Parsons尚無法掙脫傳統存有論的認識籠

牢，因此儘管結構功能論能看到並強調不同的領域（或說：系統）分

化之後不但需要整合，而且彼此始終保持著互賴的關係（這可見證於

前引 Barber的討論），卻還是無法說清楚分化後的領域彼此間究竟是

怎樣的關係，而只能訴諸分析的╱具體的此一區分來解決問題（另見

Krippner, 2001: 788ff.，對於這一點的批評）。

不同的領域分化之後的關係為何，無疑正是「鑲嵌的問題」的重

支持自己「社會科學家傳統上賦予市場行動非社會性取向」的宣稱時，更透

露出他同樣只是把「社會的」理解為人際關係的。
57 對此的詳細討論，見 Clam（2000; 2002），Tang（2007）及湯志傑（即將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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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也就是究竟是「如何」鑲嵌的。58奇怪的是，當 Beckert（2002b; 

2006）呼籲正視 Parsons，明白在標題上高舉「相互滲透 vs.鑲嵌」的

大旗時，通篇卻未對「相互滲透」的概念做任何說明與解釋。文中雖

有一節稱為「經濟與社會的相互滲透」，但僅依 Parsons的葫蘆舉了

消費與金融市場兩個例子例示（按：德文版多了一小節對「經濟合理

性」的討論），並未在理論與概念上進一步深化討論。59事實上，稱

社會與經濟相互滲透是有疑義的，因為社會與經濟分屬不同的層次，

經濟其實是涵括於社會之中，係社會的次系統。按 Parsons本人的理

論架構來說，比較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同樣屬於社會之下（負責主管

調適功能）的經濟，與所謂全社會的社群（societal community）（即

以社會為一個社群）這個整合的次系統之間的相互滲透。至於社會本

身60則是跟人格、行為機體及文化相互滲透。

其實，Parsons and Smelser（1956）一書並未特別提及相互滲

透的概念， 61而主要是以被視為一套互相媒介機制的「（雙重的）互

58 鑲嵌的概念預設了被鑲嵌者有其一定的自主性、自主的邏輯、自成一個整

體或單位，如此才能鑲嵌在某個情境、脈絡、制度、組織、社群或任何什麼

東西之中。因此，如何談被鑲嵌者與所鑲嵌的脈絡之間的分與合，如何掌握

兩套不同邏輯間的互動及其所產生的動態，毋寧正是關鍵所在。
59 同樣地，在 Beckert（2002a: 197ff.）書中討論 Parsons的一章中雖也列有
「合作與相互滲透」一節，但同樣未對相互滲透的概念做任何實質討論。
60 按 Parsons本人的理論架構，嚴格來說這裡應是所謂 social system才對。
但根據他對社會的界定，亦即「包含其他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相對於
其環境來說有著最高自足的社會系統類型」（Parsons, 1971: 8），在此勉強可以
社會代之。至少，經濟這個社會系統很清楚地屬於社會，而且所謂全社會的

社群並不就等同或窮盡社會的概念。
61 如 Luhmann（1977: 62）指出的，Parsons通常只以極粗略的方式引入一
些核心概念，很少多做解釋。對 Parsons的一般理論架構及其相互滲透概念
的概觀，見 Parsons（1964: Chap. 4, 10; 1971: Chap. 2; 1978; Parsons and Platt, 
1973: 36, 44f.）。在 Parsons那裡，相互滲透是用以指次系統間關係的一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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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double) interchange）的概念來描述及掌握不同系統間分化後

的關係， 62即所謂界限的過程。雖然 Parsons首先提出相互滲透的概

念，但並未特別在此概念上著墨，而且這個概念往往被過度寬鬆且不

當地理解為系統間的相互重疊；毋寧是 Luhmann（1984: Chap. 6）批

判性地「繼承」Parsons的理論，賦予其一個嚴謹的理論架構與精確

的內涵，才讓人重新正視這個概念。儘管 Beckert（2002b; 2006）極

可能暗自受到 Luhmann的影響，才特別提出相互滲透的概念與鑲嵌

對舉，但在文中卻只蜻蜓點水地提及因為 Luhmann與 Habermas皆曾

注意到 Parsons的媒介理論，所以德國學者對 Parsons的貨幣理論並

不陌生，對 Luhmann在 Parsons基礎上進一步的理論發展完全未置一

詞，不免讓人感到不解與可惜。

六、鑲嵌概念的修正與細緻化

除了前述主要比較是來自左翼立場 63及結構功能論的批評外，新

經濟社會學內部同樣對 Granovetter（1985）的鑲嵌概念有意見，不過

念，係制度化、內化與學習等概念的上位概念。對此概念的進一步討論，見

Jensen（1978）；Luhmann（1978）；Münch（1980）。
62 相應於此，Parsons把媒介（例如：貨幣）稱為象徵「交換」的媒介，而
且在他的理論架構下，媒介扮演的角色主要在此。這跟 Luhmann把貨幣等
媒介命名為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在看法上有極大出入。Luhmann認
為，這些溝通媒介能幫助功能系統達成運作上的封閉，因而促進了功能系統

分化出來。換句話說，這些溝通媒介（例如貨幣）是促成功能系統（例如經

濟）分化出來最關鍵的「去鑲嵌╱重新鑲嵌」機制。
63 按 Krippner（2001: 802, note 1）在致謝中提及 Fred Block及 Erik O. 
Wright，在人脈或 Granovetter喜歡講的人際關係上，顯然較親近曾共同促成
新經濟社會學崛起，但後來在歷史書寫中其貢獻卻有些被遺忘的左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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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批評的目的主要在對此進行修補、操作化或細緻化的工作。64首

先，被 Convert and Heilbron（2007: 49）推許為在新經濟社會學陣營

中扮演理論綜合者的角色，嘗試將不同的進路（尤其是文化的進路，

如 DiMaggio, 1990; 1994）整合到一起的 DiMaggio，最先嘗試理論化

鑲嵌的概念，他和 Sharon Zukin整理、區分出文化的、認知的、結構

的與政治的四種鑲嵌（Zukin and DiMaggio, 1990b）。他們並且特別表

明賦予鑲嵌一詞較廣泛的意涵，用以指涉經濟行動（就關連到認知、

文化、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來說）所具有的「偶連的」（contingent）

性質。他們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認知到唯有能同時兼具複雜與偶

連的解釋模型，才能解釋（經濟）制度的變異，顯示出對理論潮流轉

變的靈敏嗅覺。一定意義上，把偶連性帶進來，可以看做經濟社會學

在整體社會學大環境或時代潮流轉變下日益鞏固的共識。65

Baum and Oliver（1992）則從生態論的觀點出發，企圖結合鑲嵌

的觀念與組織社會學的成果，提出「制度的鑲嵌」的概念，以所謂

「關係的密度」來操作化，試圖證明組織鑲嵌於制度性的環境中，有

助於初始階段的正當化與競爭上的存活能力。該研究雖然對鑲嵌概念

提供了具體的操作化方式，也帶來重要的實質研究成果，但認為「當

組織的群體（population）增長時，作為其成員的組織鑲嵌於其制度

64 至於受到鑲嵌的概念啟發，以此觀念進行實際經驗研究，如關於市場銷售

管道、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移民、借貸、企業如何做選擇的決策、制度的形

成與變異、消費以及投資等眾多的研究，雖也做出許多可觀的實質貢獻，但

因未曾在理論上推進鑲嵌概念的發展，故不在此討論。
65 包括宣稱立場較接近 Hempel的 Granovetter（1990: 106f.），在強調確認
因果機制及不落入歷史主義的同時，也體認到未來的研究議程必須是追求

能與高度偶連性取得一致的理論主張。依 Swedberg（1997: 171）的看法，
Granovetter後來會談制度的社會建構，即在回應批評，試圖走出網絡分析過
於狹隘的格局。對此的討論，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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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程度將隨之變得更大」，把僅只是邏輯上可能的關係數量、密度

的增加直接認定為事實，並以此作為鑲嵌程度的指標，並未區辨「社

會關係」的性質，在我看來似是過於素樸的直觀，恐無助於鑲嵌概念

的深化或精煉。同時，Baum 與 Oliver追隨 Granovetter，把重點放在

探討鑲嵌程度的問題上，而不是把力氣用來建構鑲嵌的類型學，雖有

其意義與價值，但就建構鑲嵌理論的目的來說，卻是誤置了重點。

相較來說，我認為 Uzzi（1996; 1997）的研究比較有意義，也對

鑲嵌概念提出了較為豐富的細緻化。他批評「經濟行動鑲嵌於有時會

促進交換，有時卻令其脫軌的社會關係之中」的陳述在概念上太過模

糊，光是這樣的鑲嵌概念不足以與經濟學競爭，因為這並未具體解

釋社會連繫（social tie）如何影響經濟的結果。在結合民族誌研究與

統計資料分析的基礎上，他用紮實的資料具體地展示了，處於網絡

之中、具有鑲嵌連繫的企業，比起那些彼此維持著公事公辦的對等

市場關係的企業來說，享有較高存活機會的優勢，而且不限於「移

民」這個相對較為封閉的領域。但鑲嵌帶來的好處有個臨界值，超過

這個門檻後，原來的優勢反而會成為包袱。在利用具體資料顯示原本

是公事公辦的市場連繫如何能夠轉變為鑲嵌的連繫，促成鑲嵌網絡形

成時，Uzzi敏銳地觀察到第三者的參照網絡、先前的個人關係以及

「期望」在此過程中的重要性，指出在經歷一段互惠交換的測試期

後，隨著交易不斷的重複，這個過程有可能變得逐漸獨立於最初的經

濟目的，新形成的社會關係甚至某個程度上會反過頭來鑲嵌於經濟交

易之中。這個發現有若 Polanyi（1957a[1944]: 57）說法的回響：在市

場經濟中，原本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的經濟，將反過頭來變得令

社會關係鑲嵌於經濟系統之中。可惜的是，雖然 Uzzi注意到 Zukin 

and DiMaggio（1990b）整理出的四種鑲嵌的類型，感知到「社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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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論」日益增長的影響，依然選擇只聚焦於所謂結構的鑲嵌，而沒有

秉持著同樣的開疆拓土的精神，建構各種不同鑲嵌類型的類型學。而

且，Uzzi基本上仍然預設了經濟的、非個人的與社會的、人際關係

的這樣一種區分，把社會關係等同於人際關係，而未曾在理論上質疑

這樣的簡化，從而有所突破。

另外，Montgomery（1998）來自角色理論的觀點也值得一

提。他指出，理性選擇論者以所謂重複的（囚犯難題）賽局來摸擬

Granovetter鑲嵌的主張並不適當，因為當人們處於選擇合作或不合

作的兩難中，並非根據「計算過後的信任」，而是根據對情境的主觀

再現——即局中人被喚起的角色——選擇合作的。對此，他主張角色

理論可以為鑲嵌提供一個更好的後設理論觀點，看到個人實係多個社

會角色的集合，在不同的情境中會被喚起不同的角色，而且角色的內

容是社會建構的，會隨時間而改變。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可以把角色

理論視為賽局理論的一般化。在我看來，這個進路的優勢在於，它不

但可銜接上本就是社會學重要支柱之一的角色概念，同時還可銜接上

在新經濟社會學的市場研究中難得成為共識的，White關於市場的界

定：生產者之自我生產的角色結構（Fligstein, 2002: 63）。

最後，Nee and Ingram（1998）則試圖從制度論的立場對鑲嵌的

概念做出突破。不過，他們雖然在標題上宣稱要「超越」鑲嵌，但實

際上只是主張把制度的影響也包括進來，讓網絡鑲嵌的觀點變得更

有解釋力。他們雖然同意 Granovetter「經濟行為某個程度上幾乎總

是受到人際連結（personal connection）所修正」的看法，但也批評

Granovetter把分析只集中在人際關係上，有別於 Polanyi較廣泛的、

以制度為焦點的鑲嵌架構。Nee及 Ingram認為，指出制度藉以影響

行為的社會機制，正是那個遺失了的、可以把在制度的限制內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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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路與網絡鑲嵌的觀點結合起來的連結。由於制度經濟學缺乏關於

規範起源、以及制度藉以形塑個體行為的理論，無法有效解釋經濟制

度效能的變異，他們認為這正是經濟社會學可以大顯身手之處。

這些後續的發展，顯示出美式中距理論與經驗研究的長處及

限制。66早在企圖締建經濟社會學此一分支領域初始，Swedberg, 

Himmelstrand and Brulin（1987: 176）便呼籲應當往更具想像力的中

距模型的方向發展，而後來的發展無疑主要也是採取此一走向，正如

Zukin and DiMaggio（1990b: 15）觀察到經濟社會學家多強調要「把

手弄髒」一樣。問題是，這樣的取向與研究方式雖然帶來許多豐富

的具體發現與細緻化，但其立基的根本觀點，以及概念選擇或詞彙

表達往往有問題。67而且，後繼的研究者常只是在「某某的鑲嵌」上

打轉，耗費許多精力，卻無法窮究鑲嵌概念憑以立基的理論基礎為

何。長久以往，鑲嵌一詞遂變得極為浮泛，幾乎就只是個廣義的「包

含」的意思，一如 Polanyi最初在 embedded、absorbed、enmeshed、

submerged幾個詞間換用所顯示的，以致連 Granovetter日後也抱怨鑲

嵌的概念已被濫用到幾乎指「任何東西」，表示自己近來很少使用鑲

嵌一詞，因為已不再有意義（Krippner et al., 2004: 113），不願承擔這

個知識的「原罪」。68

66 Dobbin（2004b; 2004c）在兩篇導論中分別討論四個有助於形塑經濟習俗
及其演化的因素，亦即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網絡和觀念，以及制度、網

絡、權力和認知，是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的討論雖然提供了一個清楚的概

觀，但不脫（經濟╱經濟以外的）變項或因素思考的模式，無法把作為社會

運作根本特性的自我指涉及相應而來的循環的因果性納入考慮。
67 實例見下述關於「前市場社會」、「非市場社會」等表達方式的討論。
68 但 Granovetter（2005: 35）在另篇文章中指出，既有文獻關於經濟行動的
社會鑲嵌的討論，有鑲嵌於社會網絡、文化、政治及宗教幾大類，看來仍只

是以相當寬鬆的方式來用這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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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像歷史社會學中的「路徑依賴」概念一樣，「鑲嵌」恐

怕註定會淪為廣泛的概念，而難以細緻化、精確化，建構為一套邏輯

完整的理論。然而，也正因為它廣泛的意涵與漂亮的意象，很容易

加以推廣、傳播（自然也會被人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挪用），所以在開

創、宣揚新經濟社會學上的確有其不可抹滅的功勞。Gillian Hart也指

出，鑲嵌的概念之所以吸引人並變得有影響力，在於它並非像字面上

那樣是個靜態的概念，而是有著動態的內涵，在 Polanyi的理論中主

要便是指「雙向的運動」。同時，一些切合時代關懷的辯論或概念，

像是關於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的辯論，特別是 Evans（1995）「鑲

嵌自主性」的觀念，以及像 Putnam（1993）「社會資本」的觀念，也

都助長了鑲嵌概念在 1990年代的流行（Krippner et al., 200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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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 decipher how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nsolidated as a sociological subfield by rewriting 

its history again and again. During delimiting its boundary again and again 

the multi-voices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isappeared slowly.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became both the focus and the main theme. 

Consequently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as trapped in a theoretical 

stagnation. By way of a dialogue with systems theory I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 key issue i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mbeddedness in different 

forms of differentiation rather tha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mbeddedness 

as Granovetter suggested. To make such a breakthrough we need a 

post-ontological shift and to re-think the central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structure/agen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radically temporalised 

element. Besides, it is only possible to construct a tru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economy that could be a peer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after the 

sociology has reconceptualized the central economic concepts such as 

price, market, money, capital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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